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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

———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刘信恒１， 林　 熙２

（１􀆰 桂林理工大学 商学院， 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２􀆰 广州大学 经济与统计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 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中

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

染排放量； 资源再配置效应是贸易自由化降低行业污染排放量的重要渠道； 在非出

口企业、 技术密集型企业、 东部地区企业和外资企业， 贸易自由化引起的污染降低效

应更强。 影响机制检验发现， 贸易自由化一方面通过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技

术效应） 来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量， 另一方面通过扩大企业规模 （规模效应） 增加

企业的污染排放量， 但是规模效应的污染增排作用小于技术效应的污染减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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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 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以来， 中国对外贸

易飞速发展。 中国的对外贸易额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７４３ 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８
６７１􀆰 ２亿美元， １３年间对外贸易额增长了 ８􀆰 ２ 倍； 贸易顺差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４１􀆰 １ 亿

美元上升到 ２０１２年的 ２ ３０３􀆰 １亿美元， 贸易顺差增长了 ９􀆰 ６倍。 对外贸易迅猛发展

在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随之而来的环境压力日渐凸显， 成为制约中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①。 据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记载， 中国工业废气排

放量由 ２０００年的 １４􀆰 ３８万亿立方米增加到 ２０１２年的 ６３􀆰 ５５ 万亿立方米， 年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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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７０％。 加入 ＷＴＯ加快了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从行业平均关税来看， 其从

１９９８年的 １７􀆰 ４％下降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９％， １５ 年间年均下降 ０􀆰 ９１％①。 由此便引发

了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贸易自由化是否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 如果是， 贸

易自由化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这将是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 也一直是环境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交叉

学科关注的重点和热点。 就现有文献来看， 有关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

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支持了 “污染避难所假设”， 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

规制较为严格， 污染产业转移到了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 从而导致发展

中国家环境恶化 （Ｗａｌｔｅｒ 和 Ｕｇｅｌｏｗ， １９７９；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和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４； 陈向东和王

娜， ２００６； 张友国， ２００９）； 第二种观点与 “污染避难所假设” 相反， 认为贸易通

过技术效应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排放 （Ａｎｇ， ２００９； 李小平和卢现祥， ２０１０； 黄

娟和田野， ２０１２）；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面两种观点之间， 认为贸易与环境污染并不是

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是存在着倒 Ｕ 型关系， 具体来说，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贸

易会导致污染加剧，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 这一阶段贸易

会降低污染排放， 即所谓的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假设”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５；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０４； 包群和彭水军， ２００６； 李锴和齐绍洲， ２０１１； Ｏｚｔｕｒｋ 和 Ａｃａｒａｖｃｉ，
２０１３）。

另外，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是关于贸易自由化对污染排放影响方面的研究。
例如， 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等 （２００１） 构建了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的模型， 研究结论表明，
贸易自由化总体上抑制了企业的污染排放。 Ｃｏｌｅ和 Ｅｌｌｉｏｔｔ （２００３） 的研究表明贸易

自由化显著降低了生化耗氧量和 ＳＯ２排放量。 Ｃｈｃ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２０１７） 利用美国企业层

面的污染排放数据研究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ＮＡＦＴＡ） 对污染的影响， 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的贡献约占美国制造业空气污

染减少量的 ２ ／ ３。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和 Ｔｅｓｈｉｍａ （２０１８） 利用墨西哥企业层面的数据， 研究

了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关税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发现进口竞争有助于减少企业的污染

物排放。 Ｃｕｉ等 （２０２０） 采用中国数据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尽管 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２０１７） 的研究是首篇用微观数据考察贸易自由化对污染排放影响的文献， 但是分

析样本中只有 ４ ０００ 个左右的观测值， 可能存在数据缺乏代表性的问题， 而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和 Ｔｅｓｈｉｍａ （２０１８） 的研究则发现， 墨西哥关税削减带来的环境收益来自

能源效率的提高， 而不是技术的升级。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 本文从微观企业和中观行

业双重视角， 揭示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本文不仅基于企业的真实污染排

放量， 从微观视角量化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 而且从行业层面， 验证贸易自由化

进程中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存在， 克服现有文献忽略资源再配置效应对企业污染排

放影响的问题。 第二，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揭示出贸易自由化通过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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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效应影响企业的污染排放量， 定量计算两者在总效应中所占比重， 并发现

技术效应居主导地位。 第三， 本文采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微观企业和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

中观城市层面的新数据， 克服相关文献样本时期较久远的问题， 研究结论更具现

实指导意义。

一、 理论机制分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自由贸易可从多个方面影响企业的污染排放。 根据现有文

献， 贸易自由化不仅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企业的污染排放， 而且还通过资

源再配置效应进一步作用于污染排放 （Ｈｅｔｔｉｇｅ等， １９９２）。
第一， 贸易自由化通过扩大企业的产出规模， 进而增加污染排放， 即规模效

应。 在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 国外市场的总规模大于国内市场规模， 带来经济规模

的扩张， 企业生产规模扩大， 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增加， 必然导致污染排放总量增

加。 此外， 企业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 管理层级不断增加， 内部管理缺乏效

率， 造成资源的浪费， 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 同样引致企业污染排放量增加。 张

友国 （２００９） 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研究发现， 出口隐含污染排放快速增长的原因

在于自由贸易引致的出口规模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 验证了规模效应的存在。
第二， 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 进而减少污染排放， 即技术效

应。 一方面， 贸易自由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内同类产品被国外产品替代， 加剧国内

市场竞争。 面对国外产品的冲击， 为了继续生存， 国内企业不得不采用先进的生

产组织方式， 加大研发投入， 更新生产设备， 从而引致国内企业生产率提高， 污

染排放降低。 另一方面， 中间品进口关税下降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国外高质量、 多样

化的中间品， 同样有助于企业改善生产率， 降低污染排放。 此外， 贸易自由化降低

了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 大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

验和技术， 改善自身生产率， 进而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 部分国外学者的实证分

析表明， 贸易自由化引致的生产率提高与企业的污染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Ｒｉｃｈｔｅｒ 和 Ｓｃｈｉｅｒｓｃｈ， ２０１７； Ｂｌｏｏｍ 和 Ｒｅｅｎｅｎ， ２０１０； Ｓｈａｐｉｒｐ 和 Ｗａｌｋｅｒ， ２０１８），
验证了技术效应的存在。

综上所述， 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是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两种机制，
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规模效应增加了企业污染排放， 而技术效应降低了

污染排放， 两种效应作用相反， 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 即贸易自由

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不确定。
第三， 贸易自由化通过行业层面的结构调整， 引致资源再配置， 进而影响污染

排放， 即资源再配置效应。 结构调整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来源于 “结构红利假

说”， 根据该假说， 各企业在生产率、 竞争力、 市场份额等方面存在差异， 各种要

素在不同企业之间分配和转移， 整个经济体的污染排放便会发生变化。 具体而言，
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包括企业内效应、 企业间效应、 企业进入效应以

及企业退出效应。 其中， 企业内效应是指贸易自由化可以优化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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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改变存活企业的技术水平、 竞争力等特征， 进而影响单个企业的污染排放。
企业间效应是指贸易自由化可以调整企业间的资源配置， 通过市场份额变化， 使资

源更多地流向生产率较高、 竞争力较强的企业， 如果这类企业的市场份额扩大， 则

整个行业的污染排放将会降低。 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分别是指贸易自由化

可以改变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的门槛， 引致新的企业进入市场， 以及原有企业退出

市场。 通常来说， 不同生产率、 竞争力的企业在污染排放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以

至于贸易自由化引起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 进而带来资源再配置， 影响整个行业的

污染排放。 如果贸易自由化使得生产率较高、 竞争力较强的企业进入市场， 生产率

较低、 竞争力较弱的企业退出市场， 则整个行业的污染排放将下降。 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等 （２０１７） 基于美国数据， 考察贸易自由化引致的企业进入与退出对污染排放的

影响， 验证了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存在。
综上所述， 贸易自由化还会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影响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污染

排放， 包括企业内效应、 企业间效应、 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 因此， 本文

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　 贸易自由化引致行业层面的结构转变， 带来资源再配置效应， 进而影

响企业和行业的污染排放， 但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取决于企业内效应、 企业间效

应、 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的综合结果。

二、 计量模型、 指标测度与数据处理

（一） 计量模型的设定

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核心。 在借鉴现有文献的

基础上， 本文将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ＳＯ２， ｆ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ｆ ＋ βｔ ＋ εｆｉｔ （１）

式 （１） 中， 下标 ｆ、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三分位行业和年份。 ｌｎＳＯ２， ｆｉｔ 表示 ｔ
时期企业 ｆ 的污染排放量， 这里用企业的 ＳＯ２排放量来衡量企业的污染排放量， 数

据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表示三分位行

业贸易自由化程度指标， 具体计算方法将在下文详细介绍。 Ｘ ｆｉｔ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

变量， 具体包括： 融资约束 （ ｆｉｎａｎｃｅ）、 企业年龄 （ａｇｅ）、 是否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ｓｔａｔｅ） 和是否具有研发投入虚拟变量 （ ｒｄ）， 各企业层面的具体计算方式详见表 １。
此外， 为了消除企业、 地区和时间差异对企业污染排放带来的影响， 还控制了地区固

定效应 （βｒ） ， 企业固定效应 （βｆ） 和年份固定效应 （βｔ） 。 εｆ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关键指标测算

贸易自由化指标计算。 本文基准回归分析采用最终品关税来衡量贸易自由化。
借鉴 Ａｍｉｔｉ和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 的研究思路， 用最终品关税税率测算三分位行业层

面贸易自由化指标， 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ｋ∈Øｉ
ｎｕｍｋｔ ｉｍｐｏｒｔｔａｘｋｔ ／∑ ｋ∈ϕｉ

ｎｕｍｋ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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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２） 中， ｉ 为行业， ｔ 为年份， ｋ 为 ＨＳ９６编码产品， ｋ∈ ϕｉ 为 ｉ 行业的产品

集合， ｉｍｐｏｒｔｔａｘｋｔ 为第 ｔ 年 ＨＳ９６编码 ｋ 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 ｎｕｍｋｔ 为第 ｔ 年 ＨＳ９６
编码 ｋ 产品的税目。

（三） 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主要涉及三套数据库： 第一套是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

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该数据库统计了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
本文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２０１２）、 Ｃ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聂辉华等 （２０１２） 的做法对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处理。 第二套数据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
该数据主要统计了企业的一些污染排放指标。 第三套数据为进口关税数据， 来自世

界银行 ＷＩＴＳ数据库， 主要用于计算贸易自由化指标。 本文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７）
的方法将三个数据融合起来， 最终得到本文研究所需的面板数据。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说明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ｌｎＳＯ２ ＳＯ２排放量 ＳＯ２排放量＋１取自然对数 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

ｔａｒｉｆｆ 行业进口关税 作者计算而得， ＋１取自然对数 世界银行 ＷＩＴＳ数据库

ａｇｅ 企业年龄 当年年份－开业年份＋１取自然对数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ｆｉｎａｎｃｅ 融资约束 应收账款与固定资产的比值＋１取自然对数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ｓｔａｔｅ 是否国有 “１” 表示国有， “０” 表示非国有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ｒｄ 是否研发投入 “１” 表示有研发费， “０” 表示没有研发费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三、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２汇报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基准回归结果。 一般来说， 企业、 时

间和地区差异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污染排放。 出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考虑， 在基准回

归的过程中采用逐步添加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办法进行回归。 表 ２ 第 （１） 列中仅

将贸易自由化添加到模型中回归， 检验结果表明： 贸易自由化每提高 １％， 企业的

污染排放量将降低 １５􀆰 ２％， 这表明贸易自由化程度增强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

放量。 在第 （２） 列至第 （５） 列中， 本文依次将企业年龄、 融资约束、 国有企业

虚拟变量和企业研发虚拟变量添加到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贸易

自由化每提高 １％， 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将降低 １５􀆰 ７％ ～ １５􀆰 ９％。 综上所述， 在控制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贸易自由化程度每提高 １％， 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将降低

１５􀆰 ２％～１５􀆰 ９％， 这充分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的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企业年龄的回归系数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且为正， 表明企业成立时间越

早， 其污染排放量越大。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 随着企业年龄的逐年增长， 企业的排

污处理设备等设施会出现老化， 这将降低企业的排污处理能力， 最终引致企业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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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 融资约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融资约束越大的企业其污染排放量越

多， 原因可能是融资约束问题致使企业面临资金压力， 没有足够的资金引进清洁生

产工艺， 购买先进的清洁生产设备， 使企业缺乏进一步提升清洁生产的内在动力。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回归系数为正， 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研发投入虚拟变量

回归系数为负， 但是不显著。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ａｒｉｆｆ

ａｇ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ｒｄ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０􀆰 １５２ ０∗∗∗ 　 ０􀆰 １５７ ２∗∗∗ 　 ０􀆰 １５７ ８∗∗∗ 　 ０􀆰 １５８ ８∗∗∗ 　 ０􀆰 １５８ ８∗∗∗
（５􀆰 １８） （５􀆰 ３６） （５􀆰 ３８） （５􀆰 ４１） （５􀆰 ４１）

０􀆰 １７９ ５∗∗∗ ０􀆰 １７８ ７∗∗∗ ０􀆰 １７６ ７∗∗∗ ０􀆰 １７７ ０∗∗∗— （１３􀆰 ２５） （１３􀆰 １９） （１３􀆰 ０４） （１３􀆰 ０５）
０􀆰 １６１ ８∗∗∗ ０􀆰 １５９ ３∗∗∗ ０􀆰 １５９ ５∗∗∗— — （３􀆰 ４９） （３􀆰 ４４） （３􀆰 ４４）

０􀆰 ０５５ １∗∗∗ ０􀆰 ０５５ ２∗∗∗— — — （３􀆰 ３３） （３􀆰 ３３）
－０􀆰 ０３２ ０— — — — （－１􀆰 ６０）

８􀆰 ３０５ ８∗∗∗ ７􀆰 ８４９ ４∗∗∗ ７􀆰 ８２９ ７∗∗∗ ７􀆰 ８１６ ５∗∗∗ ７􀆰 ８１７ ７∗∗∗
（１２３􀆰 ２６） （１０３􀆰 ７６） （１０３􀆰 ２１） （１０２􀆰 ９０） （１０２􀆰 ９１）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０􀆰 ８０３ ０􀆰 ８０３ ０􀆰 ８０３ ０􀆰 ８０３ ０􀆰 ８０３

注： ∗、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 ｔ值， 所有回归都控制了年
份、 企业和地区固定效应。 下表同。

（二） 处理样本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检验

１􀆰 考虑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

这种偏误可能由如下原因导致： 本文研究的面板数据是由三个统计标准不同的

数据库匹配而来， 这就使本文匹配生成的面板数据剔除了两者匹配不上的企业样

本， 同时也被迫剔除了统计规模不一致的企业样本， 这都会导致潜在的样本选择性

偏误。 为此， 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９） 两阶段法进行样本选择偏误检验， 估计结

果参见表 ３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 第 （１） 列为选择方程， 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

计， 从估计中获得逆米尔斯比率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ｉｌｌｓ Ｒａｔｉｏ， ＩＭＲ）； 然后将逆米尔斯比率加

入第 （２） 列结果方程中。 回归结果显示： 逆米尔斯比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 采取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法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具有其合理

性。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在考虑样本选择偏误后本

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２􀆰 处理贸易自由化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认为贸易自由化的内生性可能来自以下几点： 第一， 在前文的分析中不可

避免地遗漏了一些非观测因素， 这些非观测因素可能会同时影响贸易自由化和企业

的污染排放量， 从而引致基准回归结果有偏。 第二，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污染排放可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国际贸易



－ ２４　　　 －

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 此外， 政府在进行关税设定时具有明显的政策偏向。 从中国

关税减让的现实来看， 在样本考察期间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几乎中国所有

行业的关税都进行了不同程度非等比例下调， 不同行业之间的关税保护率仍然存在较

大差异。
贸易自由化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会导致本文的基准回归估计出现有偏和非一致

性。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贸易自由化潜在的内生性

问题。 第一种是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这种方法的关键是构建

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 本文借鉴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５） 的研究思路， 采用两步法

来构造贸易自由化的工具变量： 第一步， 为了得到 ２００１ 年最终品关税的拟合值，
用 ２００１年行业层面的最终品关税作为因变量， 对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的行业层面变量进

行横截面回归； 第二步， 根据 “共同的关税率减让规则”， 结合中国入世协定书承

诺的关税水平推算得到往后年份的最终品关税。 表 ３ 中第 （３） 列汇报了两阶段最

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最终品关税的估计系数为

正， 且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量。 此外本

文还借鉴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和 Ｐａａｐ （２００６） 的方法对所选择的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进行检

验， 即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验和工具变量弱识别检验。 由表 ３ 第 （３） 列的回归结

果可知， Ｗａｌｄ ｒｋ Ｆ统计量和 ＫＰ－ＬＭ统计量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拒绝

了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表 ３　 处理样本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检验结果

项目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法 ２ＳＬＳ ＤＩＤ

（１） （２） （３） （４）

Ｐｒｏｂｉｔ — — —

ｔａｒｉｆｆ

ｔｒｉａｆｆ０１×ｐｏｓｔ０１

ＩＭＲ

ＫＰ－ＬＭ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Ｌ􀆰 ｍａｔｃｈ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０􀆰 １４９ ５∗∗∗ ０􀆰 １５８ ８∗∗∗ ３􀆰 ０６７ ８∗∗

（－２７􀆰 ７３） （５􀆰 ４１） （２􀆰 ４１） —

－０􀆰 ００５ ２∗∗∗
— — — （－４􀆰 １５）

－０􀆰 ０２１ ８∗∗∗
— （－３􀆰 ４４） — —

１４４􀆰 ０９２ ０
— — （０􀆰 ０００ ０） —

１０６􀆰 ５７８ ０
— — （０􀆰 ０００ ０） —

０􀆰 ３６１ ９∗∗∗

（４０􀆰 ３０） — — —

是 是 是 是

０􀆰 ２６４ ８∗∗∗ ７􀆰 ８６３ ７∗∗∗ ８􀆰 ２４４ ３∗∗∗

（５􀆰 ２５） （１０１􀆰 ９５） — （２２１􀆰 ７６）

７９０ ７９７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０􀆰 ５０６　 　 ０􀆰 ８０３　 　 ０􀆰 ４２１　 　 ０􀆰 ８０３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 ２５　　　 －

第二种处理内生性的方法是构建如下 ＤＩＤ模型， 剔除潜在的内生性影响：
ｌｎＳＯ２， ｆｒｉｔ ＝ β × Δ Ｔａｒｉｆｆ２００１， ｉ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１ ＋ αＸ ＋ δｔ ＋ θｆ ＋ ϑｒ ＋ δｆｒｉｔ （３）

式 （３） 中， ｆ 、 ｒ、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地区、 行业和年份。 Δ Ｔａｒｉｆｆ２００１， ｉ 表示

行业层面关税税率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的下降量， 其数值大小表示贸易自由化程度的

高低。 ｐｏｓｔ２００１ 表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年份的虚拟变量， 当 ｐｏｓｔ２００１ ＝ １ 时， 表示

当年年份大于等于 ２００１， 当 ｐｏｓｔ２００１ ＝ ０时， 表示当年年份小于 ２００１。 Δ Ｔａｒｉｆｆ２００１，ｉ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１ 是双重差分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β 反映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如果 β 显著为负， 则表示贸易自由化抑制了企业的污染排放， 反之则表示贸易自由

化强化了企业的污染排放。 表 ３第 （４） 列是 ＤＩＤ模型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β 系

数为负， 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量。

（三） 异质性分析

为了深入理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来

考察其异质性影响。
１􀆰 是否为出口企业

根据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研究， 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生产率方面存在显著的

差异， 可能导致企业的污染排放也存在差异。 因此， 本文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进行区分， 检验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异质性影响。 表 ４ 的第 （１） 列和

第 （２）列分别报告了针对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贸易自

由化对两类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均具有负向影响， 即减少污染排放。 进一步观察估计

系数的大小， 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的污染减排效应大于出口企业。 可能的解释

在于： 出口企业便于利用国外先进的污染减排技术和设备， 与非出口企业相比， 出

口企业对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技术效应的敏感度低于非出口企业， 最终表现为贸易自

由化带来的技术改进对非出口企业的污染减排作用要大于出口企业。 经由 Ｃｈｏｗ 检

验法获得经验 ｐ值， 进一步说明上述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出口与否之间的差异

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相应的系数为 ０􀆰 １５８ ０。

表 ４　 分样本分析

项目
出口 非出口 技术 资本 劳动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ａｒｉｆｆ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经验 ｐ值

　 ０􀆰 １２３ ８∗∗∗ 　 ０􀆰 ２０３ ２∗∗∗ 　 ０􀆰 ２７８ ９∗∗∗ 　 ０􀆰 ２５９ ２∗∗∗ 　 ０􀆰 ２３８ ６∗∗∗
（２􀆰 ６３） （４􀆰 ９０） （３􀆰 ３２） （３􀆰 ７４） （４􀆰 ６０）

是 是 是 是 是

７􀆰 ２５２ ３∗∗∗ ８􀆰 ０７８ ７∗∗∗ ７􀆰 ７２４ ６∗∗∗ ８􀆰 ０４２ ３∗∗∗ ７􀆰 ３５３ ９∗∗∗
（５４􀆰 ４０） （７８􀆰 ７７） （３３􀆰 ９２） （４８􀆰 ７５） （５６􀆰 ５８）

８５ ２８０ １５９ ８２３ ５５ ３１９ ８５ ８１２ ７２ ２９１

０􀆰 ８２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６７ ０􀆰 ７７７ ０􀆰 ８１３

０􀆰 １５８ ０∗∗∗ 　 　 　 ０􀆰 ２２７ ７∗∗∗ ０􀆰 ２２６ ２∗∗∗

注： 经验 ｐ值用于检验组间 ｔａｒｉｆｆ系数差异的显著性， 用 Ｃｈｏｗ检验得到。 表 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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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行业要素密集度

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密集度的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和价值链分工时， 因为所处

位置不同会导致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本文根据行业层面

的要素密集度， 将总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

子样本， 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异质性影响， 并汇报于表 ４ 的

第 （３） 列至第 （５） 列。 结果显示， 在三种类型的行业中， 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估

计系数最小， 即贸易自由化对该行业排污的抑制作用最弱； 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估计

系数最大， 即贸易自由化对该行业排污的抑制作用最强； 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

介于前两者之间。 可能的原因在于： 处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更可能吸收贸易自

由化带来的国外先进的减排技术和设备。 此外， 资本密集型行业通常属于高污染行

业， 是工业污染的重要来源， 减排潜力同样较大。 由经验 ｐ值可知， 要素密集度分

组之间的差异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对应的系数分别为 ０􀆰 ２２７ ７和 ０􀆰 ２２６ ２。
３􀆰 所处区域

考虑到中国各区域在经济发展、 自然禀赋、 地理区位、 基础设施、 政策配套等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根据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 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

西部地区子样本， 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内企业污染排放的异质性影响。 具体

结果汇报于表 ５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 由结果可知， 仅对东部地区的估计系数

为正， 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明贸易自由化只能显著降低东部地区企业的污染排

放， 但对中西部地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在于： 东部地区经济

发达、 贸易成本更低， 同样幅度的关税削减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更大。 此外， 东

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更强， 关税政策与环境规制的交互影响表现为贸易自由化对东部

地区的污染抑制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 根据经验 ｐ 值可知， 在东部和中西部分组

下， 它们之间的组间差异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 ５　 分样本分析Ⅱ

项目
东部地区企业 中西部地区企业 外资企业 本土企业

（１） （２） （３） （４）

ｔａｒｉｆｆ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经验 ｐ值

　 ０􀆰 １９３ １∗∗∗ 　 ０􀆰 ０６２ ６ 　 ０􀆰 １８９ ２∗∗ 　 ０􀆰 １３３ ６∗∗∗

（５􀆰 ２６） （１􀆰 ２６） （２􀆰 ０２） （４􀆰 ２１）

是 是 是 是

７􀆰 １８２ ４∗∗∗ ８􀆰 ８３２ ４∗∗∗ ７􀆰 ４８８ ４∗∗∗ ７􀆰 ９３６ ４∗∗∗

（７２􀆰 ７３） （７２􀆰 ４１） （２３􀆰 ５２） （９７􀆰 ６７）

１５２ ９０８ １０２ ８１５ １３ ７４７ ２３８ ７３２

０􀆰 ８１５ ０􀆰 ７６９ ０􀆰 ８３２ ０􀆰 ８０５

０􀆰 １３９ ９∗∗∗ ０􀆰 １０９ ０∗∗

４􀆰 所有制类型

考虑到中国的现实背景， 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经营管理、 战略等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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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异， 它们对贸易自由化程度变化的反应同样存在差异。 为此， 本文根据各企

业的实收资本所占比重， 将总样本划分为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两类子样本， 该异质

性分析结果汇报于表 ５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 根据回归结果， 贸易自由化对外

资企业和本土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 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助于降低这两类企

业的污染排放量， 但从估计系数的大小来看， 贸易自由化对外资企业的减排效应大

于本土企业。 可能的原因在于： 在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 企业参与国际市

场分工能够接触到国外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减排技术， 但在使用这些国外管理经验

和减排技术时， 存在最佳的技术匹配问题， 本土企业由于自身掌握技术与国外技术

存在代差， 无法完全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减排技术； 而外资企业本身具有

“国外” 属性， 不存在技术代差， 能与国外的减排技术和管理经验无缝对接， 进而

使外资企业更可能吸收和利用来自国外的减排技术和管理经验， 实现污染减排， 所

以贸易自由化对外资企业的减排效应大于本土企业。 由 Ｃｈｏｗ 检验可知， 外资企业

和本土企业之间的经验 ｐ值表明二者的差异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不同方法下计算贸易自由化指标

在前文的实证分析中， 本文采用最终产品关税来计算贸易自由化水平， 出于稳

健性考虑， 本文尝试使用中间品关税来构建贸易自由化指标。 检验结果见表 ６的第

（１） 列， 结果显示中间品关税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换句

话说， 更换贸易自由化指标的测算方式不会对本文的核心结论产生影响。

表 ６　 稳健性检验

项目
中间品关税

ＳＯ２
排放强度

粉尘排放量
工业废气
排放量

工业废水
排放量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城市
层面 ＳＯ２排放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ａｒｉｆｆ

ｆｄｉ

ｓｃａｌｅ

ＰＧＤＰ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０􀆰 ２５６ ５∗∗∗ 　 ０􀆰 ０２９ ９∗∗∗ 　 ０􀆰 ２４１ ０∗∗∗ 　 ０􀆰 １７８ ２∗∗∗ 　 ０􀆰 ０８８ ４∗ 　 ０􀆰 ２７１ ８∗∗∗

（６􀆰 ０５） （４􀆰 １８） （７􀆰 ２８） （６􀆰 ９５） （１􀆰 ７６） （５􀆰 ６４）
－０􀆰 ００４ ４

— — — — — （－０􀆰 ５２）
０􀆰 ０４０ ４

— — — — — （０􀆰 ７５）
－０􀆰 ０８７ ６∗∗∗

— — — — — （－１􀆰 ７２）

是 是 是 是 是 —

７􀆰 ４９９ ７∗∗∗ ０􀆰 ５１６ １∗∗∗ ６􀆰 ６５３ ０∗∗∗ ６􀆰 ３８６ ４∗∗∗ ７􀆰 １４８ ６∗∗∗ ７􀆰 ４２７ ０∗∗∗

（６３􀆰 ４４） （２７􀆰 ８０） （７７􀆰 ３４） （９６􀆰 ４８） （５４􀆰 ７４） （９􀆰 ９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４４ ９０３ ２２７ ４６８ ２１４ ９１８ ３ ８０７

０􀆰 ８０３ ０􀆰 ７４５ ０􀆰 ７６６ ０􀆰 ８２７ ０􀆰 ７７１ ０􀆰 ８１２

注： 除第 （６） 列是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外， 其他同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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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污染排放的其他衡量

本文基准分析中使用企业 ＳＯ２排放量作为企业污染排放指标， 出于稳健性的考

虑， 本文还选择企业的 ＳＯ２排放强度 （ＳＯ２ ／企业总产值）、 粉尘排放量、 工业废气

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来衡量企业的污染排放， 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６ 第 （２） 列

至第 （５） 列， 检验结果显示不论是用 ＳＯ２排放强度、 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

量， 还是用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企业的污染排放指标， 最终品关税的系数均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且为正， 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不因污染排放指标选择不同而有所改变。
３􀆰 样本扩展

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 最新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年， 距离现在较久

远， 可能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 采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城市层面 ＳＯ２
排放量数据来扩展研究样本。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均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具体包括： 外商投资 （ｆｄｉ）， 用城市层面外商投资额取对数表示； 城市规模 （ｓｃａｌｅ），
用城市拥有工业企业数量取对数表示； 人均 ＧＤＰ （ＰＧＤＰ）， 用城市 ＧＤＰ ／城市人口取

对数表示。 由表 ６第 （６） 列可知， 贸易自由化指标显著为正， 表明从城市层面扩展样

本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同时也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四、 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 作用机制检验

（一） 中介效应模型的构建

在前文的计量检验分析中， 虽然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增强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

排放量， 但是还未就贸易自由化减排效应的影响机制做进一步分析。 为此， 这部分

本文将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来检验企业污染排放到底受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何种途径

的影响。 根据本文前述的影响机制分析， 选取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ｆｉｔ） 和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 （ ｔｆｐｆｉｔ） 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ｌｎＳＯ２， ｆ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ｆ ＋ βｔ ＋ εｆｉｔ （４）

　 　 ｓｉｚｅｆｉｔ ＝ ｂ０ ＋ ｂ１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ｆ ＋ βｔ ＋ εｆｉｔ （５）

　 　 ｔｆｐｆｉｔ ＝ ｃ０ ＋ ｃ１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ｆ ＋ βｔ ＋ εｆｉｔ （６）

　 　 ｌｎＳＯ２， ｆｉｔ ＝ ｄ０ ＋ ｄ１ ｔａｒｉｆｆｉｔ ＋ ｄ２ ｓｉｚｅｆｉｔ ＋ ｄ３ ｔｆｐｆｉｔ ＋ γＸ ｆｉｔ ＋ βｒ ＋ βｆ ＋ βｔ ＋ εｆｉｔ （７）

式 （４） 至式 （７） 中， ｆ、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企业、 三分位行业和年份； ｓｉｚｅｆｉｔ 表示

企业规模， 使用企业的销售额＋１取自然对数表示； ｔｆｐｆｉｔ 表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用 ＬＰ 法来估算得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二）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表 ７汇报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模型 （１） 和

模型 （３） 分别对应式 （５） 和式 （６） 的计量检验结果， 分别是以企业规模和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估计。 从表 ７ 中模型 （１） 的计量估计结果可

知， 贸易自由化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且为负， 表明贸易自由化程度增强对企业

国际贸易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 ２９　　　 －

的生产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７ 模型 （２） 的回归结果显示， 中介变量

（ ｓｉｚｅｆｉｔ） 估计系数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且为正， 表明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企业污染

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模型 （３） 的计量结果可知， 贸易自由化指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且为负， 说明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

作用越强， 这与毛其淋 （２０１３） 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可能的解释是进口关税降

低引致国外同类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对本国产品产生冲击， 从而导致国内市场竞争

加剧。 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本国企业不得不引进先进的生产工艺， 更新生产

设备， 加大研发投入， 最终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低效率的企业面临贸易自由

化带来的激烈竞争时被迫退出市场， 从而使资源从低效率企业转移到高效率企业，
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表 ７ 中模型 （４） 的回归结果显

示， 中介变量 （ ｔｆｐｆｉｔ） 估计系数为负， 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 意味着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高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量。 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在分别加入中

介变量 ｓｉｚｅｆｉｔ 和 ｔｆｐｆｉｔ 之后与模型 （５） 相比， 贸易自由化计量检验系数数值出现上升

或下降， 说明贸易自由化是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可能渠道影响企业的污染

排放。 在模型 （６） 中同时加入两个中介变量， 计量检验结果显示： 贸易自由化的

回归系数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且为正， 与模型 （５） 相比数值大小也出现了下

降。 这表明， 企业规模扩大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是贸易自由化降低企业污染

排放的两个渠道。

表 ７　 机制检验

项目
ｓｉｚｅ ＳＯ２ ｔｆｐ ＳＯ２ ＳＯ２ ＳＯ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ａｒｉｆｆ

ｓｉｚｅ

ｔｆｐ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样本量

Ｒ２

　 －０􀆰 ０２４ ３∗∗∗ 　 ０􀆰 １６２ ８∗∗∗ 　 －０􀆰 ０２４ ８∗∗∗ 　 ０􀆰 １４５ ４∗∗∗ 　 ０􀆰 １５８ ８∗∗∗ 　 ０􀆰 １４９ ５∗∗∗

（－３􀆰 ４５） （５􀆰 ５５） （－３􀆰 ６８） （４􀆰 ８９） （５􀆰 ４１） （５􀆰 ０３）

０􀆰 １６２ ４∗∗∗ ０􀆰 １６３ ９∗∗∗
— （１６􀆰 ９９） — — — （１６􀆰 ８３）

－０􀆰 ３８２ ８∗∗∗ －０􀆰 ５１４ １∗∗∗
— — — （－３􀆰 ７２） — （－４􀆰 ９９）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１０􀆰 ８９０ ７∗∗∗ ６􀆰 ０４８ ８∗∗∗ １􀆰 ２１８ ９∗∗∗ ７􀆰 ８８３ ４∗∗∗ ７􀆰 ８１７ ７∗∗∗ ６􀆰 １１５ ５∗∗∗

（５９８􀆰 １７） （４６􀆰 ９５） （６９􀆰 ９１） （１０１􀆰 １０） （１０２􀆰 ９１） （４６􀆰 ７５）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２５７ ３８０

０􀆰 ９３５ ０􀆰 ８０４ ０􀆰 ６７１ ０􀆰 ８０４ ０􀆰 ８０３ ０􀆰 ８０５

为了确定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影响过程中到底哪个占据主导地位， 本文借鉴

温忠麟和侯杰泰 （２００４） 的方法， 分别计算了两种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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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７的回归结果， 分别计算得到规模效应为－０􀆰 ０２７， 技术效应为 ０􀆰 ０８５。 可见

两种中介效应在相对大小和作用方向上， 都验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 贸易自由化过

程往往伴随着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环保技术的跨区流动， 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将使投入

要素的使用更为有效， 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量 （技术效应）； 贸易自由化带

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张引致企业污染排放量增加 （规模效应）， 但是技术效应对企业

的减排作用要大于规模效应对企业的增排作用， 最终表现为贸易自由化有助于降低

企业的污染排放量， 扩大社会的福利。

五、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污染排放的进一步讨论：
资源再配置效应的视角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贸易自由化除了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企业的污染排

放外， 还受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影响。 本部分借鉴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Ｐｏ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５） 的方法

对企业的污染排放量从行业层面进行动态分解， 将行业总体污染排放量分解为企业

内效应、 企业间效应、 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 具体分解结果如式 （８）
所示：

式 （８） 中， ΔＳＯｉｔ 表示从第一期到第二期行业总体污染排放量变动； 下标 Ｓ 表

示存活企业， ＥＮ 表示进入企业， ＥＸ 表示退出企业； 变量上的波浪线表示邻近两

期均值： ａｖｆ ＝ ａｖｆ， ｔ －１ ＋ ａｖｆｔ( ) ／ ２； ｓｏｆ
 ＝ ｓｏｆ， ｔ －１ ＋ ｓｏｆｔ( ) ／ ２； ＳＯｉ

 ＝ ＳＯｉ， ｔ －１ ＋ ＳＯｉｔ( ) ／ ２。
式 （８） 利用 Ｍｅｌｉｔｚ和 Ｐｏ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５） 的方法从行业层面对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的

企业污染排放量进行动态分解。 分解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行业层面的污染排放量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这 １５年间， 平均每年降低 ０􀆰 ０５３ ９， 其中企业退出效应对企业污染

排放量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最大， 贡献了 ９２􀆰 ３９％， 意味着污染排放量较高的企业退

出了市场， 可能的解释是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无法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而

退出市场； 企业内效应和企业间效应对行业污染排放量的下降分别贡献了 ２３􀆰 ３８％
和 １０􀆰 ６６％， 意味着在位存活企业的竞争力有所提升， 同时也表明竞争力强的企业

总体上市场份额有所扩大。 企业进入效应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为负， 意味着新进入市

场的企业其污染排放量较高， 拉高了行业的整体污染排放量， 可能的原因是新进入

企业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开拓市场， 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清洁技术革新， 进而较存

活企业表现出较高的污染排放。 狭义上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污染排放量下降的

贡献为 ６６􀆰 ０４％； 广义上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对行业污染排放量下降的贡献为

７６􀆰 ７０％。 综上分析， 本文认为资源再配置效应是推动行业污染排放量降低的重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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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行业污染排放量变动分解结果

总变动 企业内效应 企业间效应 进入效应 退出效应 进入退出效应 再配置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４）＋（５） （７）＝ （３）＋（６）

０􀆰 ０５３ ９ ０􀆰 ０１２ ６ ０􀆰 ００５ ７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０４９ ８ ０􀆰 ０３０ ６ ０􀆰 ０３４ ４

— ２３􀆰 ３８ １０􀆰 ６６ －２６􀆰 ３５ ９２􀆰 ３９ ６６􀆰 ０４ ７６􀆰 ７０

注： 第三行数字表示各效应的大小， 第四行数字表示各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 即贡献度。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 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

量， 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误、 贸易自由化的内生性、 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替换

不同的污染指标进行检验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 影响渠道检验发

现， 贸易自由化一方面通过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效应） 降低企业的污

染排放量； 另一方面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这一渠道 （规模效应） 增加企业的污染排

放量。 但是， 规模效应的污染增排作用小于技术效应的污染减排作用， 这就从贸易

自由化的视角解释了企业污染排放量降低的事实与机制。 第三， 基于 Ｍｅｌｉｔｚ 和 Ｐｏ⁃
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５） 的动态分解方法量化了资源再配置对行业污染排放量减少的贡献，
分解结果表明行业污染排放量下降的 ７６􀆰 ７０％归因于资源再配置效应， 资源再配置

效应是贸易自由化降低行业污染排放量的重要渠道。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本文的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削减关税等促进贸易自由

化的措施， 不仅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还通过降低企业的污染

排放量， 提升了中国社会的福利水平。 这为我国当前面临的污染防治任务， 提供了

一种新的方法， 即除了用行政命令的环境规制政策外， 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削减关

税、 降低关税壁垒、 鼓励发展对外贸易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式来改善环境， 最

终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 在非出口企业、 技术密集型企业、 东部地区企业和外

资企业， 贸易自由化引起的污染降低效应更强， 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制定贸易政策

时， 充分考虑企业和行业的异质性， 差异化实施贸易政策。 此外， 在贸易自由化降

低企业污染排放的实现路径中， 技术效应居于主导地位。 有鉴于此， 企业应该加大

投入， 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降低企业的排污量。 政府部门可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
鼓励企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 提高企业的减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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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３３：
２６４－２７４􀆰

［２３］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 Ｍ， ＫＲＵＥＧＥＲ Ａ 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５， １１０（２）： ３５３－３７７􀆰

［２４］ ＨＥＴＴＩＧＥＨ Ｒ， ＬＵＣＡＳＥ Ｂ，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Ｄ􀆰 Ｔｈｅ Ｔｏｘｉｃ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２， ８２（２）： ４７８－４８１􀆰

［２５］ＨＥＣＫＭＡＮＪ Ｊ􀆰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１９７９， ４７（１）： １５３－１６１􀆰
［２６］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Ｆ Ｒ， ＰＡＡ Ｒ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Ｒａｎｋ Ｔｅｓ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１３３（１）： ９７－１２６􀆰
［２７］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Ｅｃｏｎｏ⁃

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７１： 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２８］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ＰＯＬＡＮＥＣ 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ｌｌｅｙ－Ｐａｋ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Ｊ］ ． 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４６（２）： ３６２－３７５􀆰
［２９］ＯＺＴＵＲＫ Ｉ， ＡＣＡＲＡＶＣＩ Ａ􀆰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３６）： ２６２－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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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ＲＩＣＨＴＥＲ Ｐ Ｍ， ＳＣＨＩＥＲＳＣＨ Ａ􀆰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Ｊ］ ．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 （９８）： ３７３－３９１􀆰

［３１］ＳＴＥＲＮＤ Ｉ．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Ｊ］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３２（８）：
１４１９－１４３９􀆰

［３２］ＳＨＡＰＩＲＯ Ｊ Ｓ， ＷＡＬＫＥＲ Ｒ􀆰 Ｗｈｙ Ｉ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Ｕ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１０８（３）： ３８１４－３８５４􀆰

［３３］ ＷＡＬＴＥＲ Ｉ， ＵＧＥＬＯＷ Ｊ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Ｊ］ ． Ａｍｂｉ， １９７９， ８ （ ２， ３）：
１０２－１０９􀆰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ＬＩＵ Ｘｉｎｈｅｎｇ１， ＬＩＮ Ｘｉ２

（１􀆰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ｕ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ｕ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５４１００４；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０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
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７６􀆰 ７０％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ｏｎ⁃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
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ｕｎｄ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ｖｅｎ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责任编辑　 武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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